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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之突厥答布政权发覆 *
——以唐昭陵蕃君石像座题名为线索

雒 晓 辉

摘 要：被传世文献所忽视的突厥答布政权，在唐昭陵蕃君石像座的题名中留下了珍贵印记。通过石像

座题名与相关文献的相互印证可知，答布政权是唐贞观八年由阿史那社尔建立，以可汗浮图城为王庭，统辖东

部天山地区的边疆割据势力。贞观九年，该政权在薛延陀的军事反击与西突厥的地缘压制下宣告瓦解。贞观

十年正月，可汗阿史那社尔选择率部归唐，其政权存在不足两年。在该政权覆亡的过程中，唐廷通过册封西突

厥可汗、提升伊州行政级别等措施，有力加速了其败亡进程，并极大拓展了唐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为日

后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唐朝； 突厥； 蕃君像； 阿史那社尔； 答布政权

DOI：10. 11714/jsysu. sse. 202603011

位处东部天山地区的伊、西、庭三州，是唐朝进入西域的关键所在，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根基所在。

刘子凡《瀚海天山》一书，系统梳理了自贞观时代至安史乱之后百余年间，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的变迁

历程①。李锦绣认为，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贞观四年至十二年（630—638）是积极准备阶

段②，此阶段内的唐廷，一边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一边利用东突厥败亡的契机，清除西域外部障碍，逐步向

西域扩展，其最关键的战略部署包括：平定吐谷浑③，以及降伏阿史那社尔（下文简称社尔）建立的答布政权。

在初唐蕃将群体中，社尔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存在：其一，“尚高祖女衡阳公主”④，成为东突厥王族子

弟中唯一“尚真公主”者⑤；其二，曾出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⑥，是贞观时代唯一担任过“行军大总管”的

蕃将⑦。有基于此，社尔归唐后的事迹与功业，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⑧。相比之下，其归唐前的事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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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5年，第62—63页。

③    雒晓辉：《分隔而治：贞观九年唐平吐谷浑后的措置》，《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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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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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个疑点：第一，作为颉利可汗之侄，东突厥汗国的拓设，社尔为何迟至贞观十年才归唐？第二，

流落西域的社尔及其部众，为何能在唐、西突厥、薛延陀等三大势力的夹缝中创建政权？第三，在答布政

权覆亡的过程中，唐廷扮演着何种角色？

相关社尔答布政权的研究，先贤时哲多是以捎带的形式兼及①，具体其存续时间、创建条件，对唐王

朝经营西域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仍有待关注。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当时军事战争和

政治地理的大背景，以昭陵蕃君像石座题名为线索，在政治地缘的框架指引下，通过分析唐、突厥、薛延

陀等各方势力的博弈过程，试揭橥出上述问题的深层根由。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答布政权”是否存在？

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对社尔答布政权缺乏关注，一是其存在的时间太短，关涉到的史载与碑铭不

够丰富；二是将阿史那斛勃的乙注车鼻政权，看作东突厥汗国亡后的政治延续②，掩盖了其政治地位。那

么，答布政权是否存在？其存在的佐证材料又有哪些？

（一）碑铭与史载中的“可汗号”

可汗，是 4世纪以后北亚游牧部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独属的修饰性称号，这

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③。可汗号的来源五花八门，但多数都是带有特定内涵的美称。在传世史籍

中，相关社尔的可汗号有“都布”“都富”“答布”三种（参见表 1）。占据史乘主流，以及被目前学界所认可

的是“都布”④。

中古时期，“都布”与“答布”在语义上极为相近，都是指丝绵材质的布。两汉之交，马援出使巴蜀，蜀

①    孟凡人：《略论可汗浮图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 1期，第 57—61页；孙迟：《昭陵十四国

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 年第 2 期；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碑林集刊》第 10 辑，

2004年，第85页。

②    雒晓辉：《唐初之突厥车鼻政权发覆——兼论漠北右翼板块的地缘政治》，《唐史论丛》2025年第1期。

③    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页。

④    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26页；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

厥化”问题》，《欧亚学刊》第 3 辑，2001 年，第 151 页；刘学铫：《突厥汗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96 页；白寿

彝总主编，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隋唐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095 页；新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新疆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表1　社尔“可汗号”一览表

都布可汗

颉利既败，其部下立社尔

为都布可汗，以逼延陀

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

军阿史那社尔

（社尔）半有其国，得众十

余万，自称都布可汗

社尔……得其半国，有众

十余万，乃自号都布可汗

都富可汗

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

自称都富可汗

答布可汗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

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有众十余万，

自称答布可汗

史料出处

《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第1891
页；卷995《外臣部·交侵》，第11520页

《唐会要》卷20，第395；《唐会要》（四库本）卷

20，第297页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资治通鉴》卷194，第6118页

《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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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公孙述因乡人旧友之情，为马援“制都布单衣”：

《东观记》：“都”作“答”。《史记》曰：“答布千匹。”《前书音义》曰：“答布，白叠布也。”①

为《后汉书》做注的唐太子李贤认为，“都布”即“答布”，然而其所列举的《东观记》等三书皆不足以佐

证之。唐人颜师古云：“答布，粗厚之布……答者，厚重之貌。”②公孙述为马援制作软便轻薄的单衣，所用

之布乃是产自南方古都卢国的木棉布③，唯有用如此难得的南疆布匹，方能表达出其对故人的乡情，对陇

蜀两方联合的诚意。相比之下，质地厚重光洁的“答布”，因其原产自西域，在占据河陇商路的隗嚣政权

中并非罕品。

答布，又称白叠布④。在西域各绿洲城国中，毗邻内地的高昌地区因盛产白叠，较早掌握了以之制布

的工艺。根据考古实物⑤和吐鲁番文书⑥记载，至隋唐时期，高昌地区的棉布业已极为繁盛，史称“（高昌）

厥土良沃，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⑦。可以说，中古时期西域地区所产的答布大多出自高

昌⑧。对处于唐、西突厥、薛延陀等三大势力夹缝中的社尔政权而言，高昌不仅是其重要财源地，也是其

战略纵深之地。以“答布”为可汗号，既蕴含厚重与光洁的美好寓意，同时也彰显了其政权对包括高昌在

内的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除凸显政权统治范围外，以“答布”为可汗号，也可标榜其政权性质。自突厥立国，其汗位传承尤为

重视“布民（土门）正统”⑨原则，即汗位继承人必须出自土门系胤裔。“答布”的突厥语音译是“Tarbag”，含
有“根源、源头”之意。作为处罗可汗之子，社尔自号“答布可汗”，既可借此彰显其政治合法性，也可争取

更多的政治认同。至于“都富”这一异称，极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音误或讹写，其可信度相较于“都布”与

“答布”明显偏低。

最为重要的是，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内，发掘了带有“突厥答布可汗右

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⑩题名的蕃君石像座，进一步印证了《唐会要》（四库本）与《通鉴》中“答布可汗”的

记载。换言之，通过对不同史料中可汗号记载的比对与考辨，“答布”作为社尔在割据政权时期所使用的

可汗号，其历史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并为探讨“答布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名号依据。

（二）位列其中：昭陵十四蕃君像的布局

从唐王朝构建天下秩序的角度来看，太宗昭陵十四座蕃君像的原型，都是唐初构建“皇帝天可汗”秩

序中的关键性人物，高宗将之勒石塑像于昭陵北司马门内，意在阐扬太宗的功业，彰显唐王朝兼祧胡汉

的政治秩序，进而体现唐朝皇帝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至尊位置。

最初，在昭陵北司马门内树立蕃君像，是为了安抚欲为太宗皇帝殉葬的蕃将：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

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29页。

②    （东汉）班固：《汉书》卷91《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88页。

③    徐兴祥：《云南木棉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27页。

④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820《布帛部·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51页。

⑤    林梅村：《公元 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 1期；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

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第48—49页。

⑥    ［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卷2“Ot. Ry. 3080物价文书”，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18页。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294页。

⑧    黄楼：《西域文书所见晋唐时期的棉花与棉布——以叠茸、叠布、緤花、緤布、疊毛布为中心》，《西域研究》2024年

第3期，第79页。

⑨    鈴木宏節：「突厥汗国の建国と统観」，『東方學』第115輯，2008年，第145—147頁。

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 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6 期，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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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擒服者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①

中古时期，草原游牧族群普遍保留着活人殉葬的习俗，忠臣义士自愿殉葬的事例屡见不鲜。贞观八

年，颉利可汗去世后，其臣子胡禄达官吐谷浑邪与其叔父苏尼失便以死殉葬②。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崩

逝后，深受太宗皇帝恩遇信重的社尔与契苾何力，恳求以死殉葬。初登皇位的唐高宗，以先皇遗诏为由

加以拒绝，随之决定在昭陵北司马门内树立蕃君石像，以此回应、安抚社尔等人的殉葬请求。

经过筛选后，社尔跻身其中，契苾何力却未能列入。尽管契苾何力才能卓越、战功卓著，即使在母亲

与弟弟叛逃薛延陀、自身被羁押的情况下，仍坚守初心、誓不叛唐③，但就政治身份而言，其归唐之前仅仅

只是影响力有限的契苾部“俟利发”④，而非称雄一方的“蛮夷君长”。

《唐会要》卷20《陵议》记载：

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

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咄）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

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都布可汗
····

、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

汗，吐蕃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

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

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⑤

贞观四年以后，慑于唐灭东突厥的威势，四夷诸蕃至长安朝贡、内附者，络绎不绝。至贞观十三年

（639），高句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寅条，第6269页。

②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突厥传》，第5160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36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2页。

④    马驰：《铁勒契苾部的盛衰与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第105—106页。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20《陵议》，第458页。

说明：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唐时期全图（一）”图、第63—64页“陇右道东

部”图、第61—62页“陇右道东部”图改绘。

图1　答布政权势力范围蠡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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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次遣使朝贡①。然而，并非所有与唐朝建立政治联系的四夷君长都能进入蕃君像之列。入选者大致可

分为三类：一是“为先帝擒服者”，如颉利、麹智盛等②；二是其部落或政权在四夷诸蕃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者，如薛延陀、吐蕃等；三是其所处地理位置，能彰显大唐对四海（天下四方）威服的政权，如中南半岛的

林邑、朝鲜半岛的新罗。

唐高宗将社尔以突厥可汗的身份纳入昭陵十四蕃君像之列，代表唐廷对答布政权的政治性质有着

明确定位。撇开其他蕃君不论，仅就突厥系四可汗的政治身份而言，颉利和突利是唐突双方公认的可

汗；阿史那思摩是唐廷为牵制薛延陀，主动册封扶植的可汗；社尔的答布可汗虽是自封的，却与颉利等三

人同列，此政治举动的背后已变相说明了唐廷对其在西域建立割据政权这一历史事实的默认与承认。

从石像座题名“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的表述来看，“突厥”表明其族属渊源，“答布可汗”

是其归唐前的政治身份，“右卫大将军”则是归唐后的官爵。这种将归唐前后身份叠加的题名方式，与

“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的题名结构如出一辙，进一步凸显了社尔作为“蛮夷君长”的政

治资历，同时也反证了答布政权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约略而言，被传世文献忽略的社尔答布政权，在唐昭陵蕃君石像座题名中留下了宝贵的痕迹。通过

互证石像座题名与传世文献，深究昭陵十四蕃君石像布局的政治意蕴，印证了该政权的短暂存在以及其

与李唐王朝的政治互动。

二、风云际会：答布政权的建立

在东突厥汗国覆灭、草原各部纷纷归降唐朝的历史背景下，社尔能够在唐、西突厥与薛延陀三大势

力的夹缝中成功建立答布政权，这与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做出的政治抉择密不可分。

（一）率部西迁，保存实力

传统观点认为，社尔率部西迁是东突厥汗国灭亡的结果③。实际上，社尔率部西迁发生在汗国败亡

之前的贞观二年（628）④，其背后的促成因素是汗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这场斗争的源头则始于处罗可汗

去世后的汗位传承问题。《通典》记载：

处罗死，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⑤

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是突厥汗国内部并行不悖的汗位继承方式。具体选择哪种，则取决于汗国内

部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基于“北狄风俗，多由内政”⑥的政治境况，“知兵马事”⑦的可贺敦在新旧可汗交

替之际，拥有极大的政治话语权力。处罗可汗暴亡后，因有可贺敦（义成公主）的鼎力支持，颉利得以承

继兄位。与大可汗位失之交臂的处罗长子郁射设（即奥射设）⑧，迎来的不是叔父颉利可汗的安抚与补

偿，而是猜忌与打压。至贞观三年（629），不堪忍受的郁射设，选择背离叔父、南向归唐⑨。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纪》，第51页。

②    李丹婕：《太宗昭陵与贞观时代的君权形塑》，《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1期，第267页。

③    （宋）王溥：《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2002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⑤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8页。

⑥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征伐·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8页。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3《萧瑀传》，第2399页。

⑧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 066《唐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47页；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页。

⑨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庚寅条，第6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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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尔作为处罗可汗次子，同属颉利可汗打压的对象。突厥自第二可汗菴罗之后，保留了北面可汗

（设）的建制，用以监统漠北铁勒诸部①。隋末唐初之际，东突厥汗国的统治重心正式转移至漠南②，彼时

在位的处罗可汗，以次子社尔与侄子欲谷设分统漠北③。颉利即位后，为极力压制诸侄，将原本的“二设

分统”改为“诸设群押”，史称：“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霫部，统特勤主胡部，斛

特勤主斛薛部。”④与社尔的清廉简朴风格不同，新置诸设对所监部落横征暴敛，最终在颉利可汗统治后

期激起了铁勒诸部的大规模叛离⑤。为降伏铁勒诸部，重新掌控漠北故地，颉利可汗先后派欲谷设、突利

率军北征，结果是突利“轻骑奔还”、欲谷设“匹马不归”，从旁助战的社尔也随之战败⑥。基于此前汗位承

继的政治矛盾，颉利可汗严厉问罪于三人，并对地位最高的突利进行了鞭笞与囚禁。

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进奏“（突厥）六可取状”，其中第三状是“突利、拓设（社尔）、欲

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⑦。诚然，铁勒诸部的叛乱致使东突厥丧失漠北纵深之地，专属于阿史那汗族的

精兵锐卒亦因此而损失惨重，但这尚不至于令三位“先可汗子”无容身之地。纵观东突厥与铁勒诸部的

交兵过程，颉利可汗派遣突利、欲谷设北征，安排社尔从旁协助，本就怀有削弱其实力的预谋，事后严惩

突利，问责欲谷设、社尔，实为内部矛盾公开化的体现⑧。由此可见，贞观二年社尔主动率部西迁，与贞观

三年郁射设、突利二人背突（厥）降唐一样，都是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后续发展来看，社尔率部西迁，不仅成功避开了唐朝与薛延陀的军事打击，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

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唐廷将统治触角延伸至西域之前，先一步在东部天山地区站稳脚跟，为自身赢得了

喘息之机。此外，西域地域辽阔、邦国林立的格局，也为社尔这支外来力量提供了夹缝求生、伺机壮大的

可能性。

（二）拒绝招抚，保有部众

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的败亡，有力震慑了西域各势力，毗邻河西走廊的伊吾城率先归唐，为此后唐

朝经营西域提供了前沿战略要地。鉴于中原内地人口尚未恢复、国库空虚的现实困境，唐廷采取怀柔策

略，极力招抚散居在伊吾地区的东突厥残余势力，结果却屡遭社尔的拒绝，史称：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

半。唯拓跋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⑨

对比《通典》中的“柘羯不至”⑩。可知，“拓跋”与“柘羯”都是“拓设”的误写􀃊􀁉􀁓。至贞观五年，散落在伊

吾的大度设、欲谷设、泥熟特勤等诸部落，在凉州都督李大亮的招抚下陆续归唐，社尔成为东突厥诸可汗

子弟中唯一未归唐者。社尔为何多次拒绝唐朝的招抚？从事件发展的脉络来看，政治野心作祟是影响

其拒绝的缘由之一，但本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内联性原则，还应考虑到背后的历史根源。

从浅层次上讲，唐廷对其兄郁射设（阿史那摸末）不匹配身份与功绩的封赏，给了社尔拒不归附的直

①    雒晓辉：《突厥菴罗之可汗号之商兑——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90—91页。

②    张文生：《东突厥建牙漠南小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9—71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8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38页。

⑤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9—290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9《张公瑾传》，第3756页。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秋八月条，第6065页。

⑧    闫德华：《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6—108页。

⑨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第503页。

⑩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3页。

􀃊􀁉􀁓    王睿：《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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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理由。《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八月戊午条”载：

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①

唐平东突厥后，对来降的突厥上层贵族极为优容②，史称：“其酋及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

品以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③其中对突厥汗族阿史那氏子弟的优容宠遇，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程度。

由上表可知，接受唐廷册封的阿史那氏子弟，主要是颉利（含本人）、始毕、处罗三位可汗的后裔，以

及苏尼失、思摩为代表的汗族旁支。首先，始毕系、颉利系（追封）旁支系均获得了郡王爵位，惟处罗系未

获此殊荣。其次，阿史那氏子弟大都被授予禁卫系统中的高阶军职，而处罗系的郁射设，最初仅被授予

无职无权的勋官（上大将军），此后虽获得右屯卫将军的职事官，但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逝，始终未

获晋升，处境颇为尴尬。再者，得到唐廷有意扶植的旁支系，获得了北开（化）州、北宁（宁）州等羁縻府州

的实际控制权，而在三可汗后裔中，唯有突利实际掌控着自己的部落。如果说让突利荣膺七百户实封、

继续掌管部众，是因为其在贞观三年对颉利的反戈一击、提前归附。那么，与突利“并率所部来奔”④的郁

射设，为何也要远离部落。客观上讲，作为处罗可汗长子⑤的郁射设，其归唐后的政治待遇确实远逊于同

为可汗子的突利，甚至比之苏尼失、思摩等汗族旁支，都大有不如。如若说欲谷设选择归唐，是因为其兄

长突利的“为唐所礼”，那么郁射设的处境无疑让社尔对归唐产生犹疑。

从深层次来看，郁射设的冷遇与社尔的犹豫，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父处罗可汗执政时期的对唐政策密

切相关。纵观六至九世纪，柔然、突厥、回鹘的南下目标，多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几无十世纪以后契丹、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八月戊午条，第6082页。

②    朱德军：《优容·征服·怀柔：唐初二帝经营东突厥战略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③    （宋）王溥：《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第1554页。

④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1页。

⑤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第 2册《阿史那哲墓志》，“祖摸末……

处逻（罗）可汗嫡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表2　唐廷对东突厥汗族子弟的封赏（630—631年）

人物

颉利可汗

阿史那婆罗门

突利可汗

郁射设

阿史那苏尼失

阿史那忠

阿史那思摩

归唐时间

贞观四年

贞观四年

贞观三年

贞观三年

贞观四年

贞观四年

贞观四年

父系

启民可汗

颉利可汗

始毕可汗

处罗可汗

汗族旁支

苏尼失

汗族旁支

官职

右卫大将军

以弱龄入参戎旅

右卫大将军、

顺州都督

授上大将军，

寻迁右屯卫将军

左（骁）卫大将军、北

宁州都督

左屯卫将军

右武侯大将军、

北开州都督

爵位

归义郡王（八年）

北平郡王

（食实封七百户）

怀德郡王

薛国公（九年）

怀化郡王

史料出处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36页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

023，第77页

《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2页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66，第47页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苏尼失传》，

第3290页

《唐代墓志汇编》上元014，第602页

《通典》卷197《突厥上》，第5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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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等一统天下的宏图，唯有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曾有过逐鹿中原，建立北族王朝的谋划，并且付诸实施。

武德三年（620），随着唐朝统一进程的加速，胸怀壮志的处罗可汗在梁师都（割据夏州）的挑唆下，决

定仿行“魏孝文（道武）①之事”②，建立突厥主导的北族王朝。迫于可贺敦义成公主的复隋主张③，处罗可

汗采取折中策略，打出“取并州以居杨政道”④的扶隋旗号，组织四路大军攻唐。若非处罗可汗中途暴亡，

立国之初的唐王朝很可能躲不过这场兵灾。不仅如此，直至贞观初年，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唐朝官员与义

成公主、萧后⑤互通政治信件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处罗可汗的扶隋反唐政策，不仅在军事上给唐廷以重

大压力，也在政治上挑动了唐朝内部的骑墙势力。

根据相关史料与时局背景，吴玉贵先生认为处罗可汗的暴毙，乃是唐朝使者郑元璹的“杰作”⑦，且不

论此推断是否可信，但相较于资助太原起兵的始毕可汗，被唐军俘虏的颉利可汗，处罗可汗对唐朝的威

胁显然更为严重，与唐廷之间的矛盾也更为深刻。社尔先是镇守漠北的拓设，后因汗庭内部矛盾激化而

西迁伊吾，其间始终未与唐廷有过直接的正面冲突，但从贞观四年、五年“使者相望于道”而“拓设不至”，

再到贞观九年答布政权崩溃之初，仍徘徊于西域而不愿归附的史实来看，其父处罗可汗与唐廷之间的政

治矛盾，实为影响其政治抉择的重要考量。

此外，自贞观二年西迁以来，历经数年经营，尤其在收拢逃亡至西域的东突厥残众后⑧，社尔所部得

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壮大。如果接受唐朝的招抚，则意味着失去对部众的直接掌控，其部落也将被纳入唐

朝的羁縻体系，这对于一心想要“为先可汗报仇”⑨、恢复汗族荣光的社尔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西域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为社尔提供了观望和周旋的余地。东突厥汗国覆灭后，西域并

未立即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宿敌薛延陀因消化战果而停留于漠北，强大的西突厥因统叶护可汗的暴亡

而纷争迭起，唐廷虽已将统治触角延伸至伊吾，但短期内尚无力西进⑩。在这种多方势力交错、局势不明

朗的情况下，社尔选择暂不归唐，伺机寻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机遇，乃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抉择。

可以说，拒绝招抚，既是社尔基于自身政治野心和对唐廷猜忌的回应，也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保有

部众、寻求独立发展空间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坚持，使其得以在东突厥汗国覆灭后的余波中，成为一支

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

（三）乘其内讧，半有其国

如果说主动西迁、拒绝归唐，是社尔及其所部得以立足西域的重要内因；那么西突厥左、右两厢的尖

锐矛盾，则是社尔在西域做大的主要外因。与东突厥兄弟子侄间的内斗不同，西突厥的内部矛盾常表现

为达头系子孙与阿波系子孙的内斗，并逐渐演变为左、右两厢的斗争。

贞观二年，“自负强盛，无恩于国”􀃊􀁉􀁓的统叶护可汗，被统押左厢咄陆诸部的莫贺咄屈利毗所杀，屈利

毗一跃为西突厥大可汗。随之，势力较强的右厢诸弩矢毕部推选达头系后裔阿史那泥孰为大可汗，与之

①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条，第5895，5896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第2280页。

③    ［日］石见清裕著，胡鸿译：《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⑤ 武德三年（620），义成公主将萧皇后与孩提之年的隋炀帝之孙杨政道，迎入东突厥，以定襄城为都，建立“后隋”

政权，义成公主与萧皇后是为实际掌权人。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春正月条，第6071页。

⑦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9页。

⑧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63页。

⑨ （宋）王溥：《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2002页。

⑩ 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8页。

􀃊􀁉􀁓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第11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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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颉颃。为获得各部支持与认可，泥孰主动放弃汗位，推让流亡在康国的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勤为大可

汗，即肆叶护可汗①。至贞观四年，在右厢诸部协力、左厢内部倒戈的情况下，西突厥各部复归一统。但

随之而来的是，肆叶护可汗的昏招迭出：其一，在国内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发兵北征铁勒”，结果

反被铁勒所败，暴露了军事上的外强中干。其二，大肆猜忌、屠戮部下，尤其是有拥立功的乙利可汗被

“非罪族灭”，使得“群下震骇，莫能自固”②，继而再一次诱发了内乱，史称：

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兄弟争国
····

，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

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③

薛宗正认为，“兄弟争国”是指“泥孰与同娥设”④，此说不确。“西蕃叶护又死”，指的是统叶护可汗的

暴亡；奚利邲咄陆可汗，全称“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⑤，是泥孰在与肆叶护斗争获胜后，唐朝加封给

泥孰的可汗号；按照西突厥内部的汗位传承来看，统叶护死后的“兄弟争国”，应是指肆叶护与泥孰之间

的斗争⑥。

贞观二年社尔率部西迁，至贞观十年正月归唐，其落脚点顺序依次是“伊吾—高昌—可汗浮图城—

高昌”。以《册府元龟》《新唐书》为代表的传世文献，将社尔西迁与占据可汗浮图城混为一谈，如所谓“率

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城）”⑦，“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⑧等。如此一来，不仅模糊了社尔所部的

西迁路线，也遮蔽了答布政权建立与西突厥“兄弟争国”之间的关联。

贞观二年社尔率部西迁，驻留于伊吾境内。贞观四年，掌控伊吾城的粟特人归唐，唐廷随即设西伊

州。贞观五年，散布在伊吾境内的大度设、欲谷设、泥熟特勤等，接受李大亮招抚，选择归唐⑨。不愿归唐

的社尔所部，被迫再次西迁，并得以在高昌立足，所借助的正是贞观四年统叶护可汗暴亡后，肆叶护与泥

孰之间的“兄弟争国”。至此时，社尔所部势力仍停留在天山以南。

社尔正式占据可汗浮图城，抢占西突厥半壁江山，应当是在泥孰病亡之后。泥孰在位的时间虽仅有

两年（632—633），但却取得了斐然成就，对外赢得了唐朝的政治支持，对内再次统一两厢，并将可汗牙帐

由石国千泉东移至“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⑩⑨的多逻斯川，着重镇抚左厢。多逻斯川与可汗浮图城是近

邻􀃊􀁉􀁓⑩，彼时再次强大的西突厥，绝不会容忍社尔势力染指天山北麓的可汗浮图城。

《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记载：

（社尔）亲率五万余骑讨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咥利始（失）可

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

“行人”刘善因册封泥孰􀃊􀁉􀁕，事在贞观七年（633）􀃊􀁉􀁖。考诸史籍发现，册封泥孰之弟同娥设的是桑孝彦，

①⑤􀃊􀁉􀁖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2—5183，5183，5183页。

②⑩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9《突厥下》，第5456，5459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④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5—296页。

⑥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60 页；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

局，1958年，第211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249—251页。

⑦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第11520页。

⑧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页。

⑨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8页。

􀃊􀁉􀁓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第11572页。

􀃊􀁉􀁕 孟凡人：《北庭和高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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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贞观八年十月①。统叶护、肆叶护父子在位时，注重掌握右厢势力，泥孰将可汗牙帐东移至多逻斯

川，旨在强化与左厢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泥孰死后，势力强大的右厢势力公开反对泥孰的继任者——

同娥设，同娥设也一度被驱逐至焉耆，废为小可汗，幸得唐朝的政治册封才得以稳定内部局势②。由此推

断，社尔应当是该时段内夺取的可汗浮图城。

诸史均有记载，社尔“半有其（西突厥）国”。此处的“半”并非简单的地域划分，实则指社尔对西突厥

左厢部分部落及属地的控制，尤其体现在对天山北麓重镇——可汗浮图城的占据上。可汗浮图城地处

交通要冲，既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咽喉，也是控制西域东部的战略重镇。社尔占据此城，不仅获得了稳固

的根据地，更得以掌控丝路北道的部分贸易收益，为其政权的存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

答布政权建立后，社尔便迫不及待地选择东征薛延陀，“建国”与“东征”之间的间隔极短。贞观八年

十月，唐廷派使者桑孝彦册封同娥设，其间恰逢社尔东征薛延陀，由此可间接推定，答布政权的建立也应

在贞观八年。社尔称汗建国的条件是“半有其国”与“新得西方”③，故可合理推断社尔正式占领可汗浮图

城的时间，也应是在贞观七年至八年十月之间。

综上可知，社尔西迁至伊吾，是窘于东突厥内部的政治斗争；辗转至高昌，是迫于伊吾归唐的形势；

而抢占可汗浮图城、建立答布政权，则得益于西突厥内部的一系列内讧。可以说，正是西突厥内部“兄弟

争国”的接连内讧，削弱了其自身统治根基，为社尔创造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在泥孰病逝、同娥设初立

且遭遇右厢势力反对之际，社尔成功夺取了极具战略意义的可汗浮图城，并以此为据点，建立答布政权。

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社尔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政治军事才能，也印证了西突厥内讧这一外部条件对答

布政权建立的关键作用。

三、唐朝介入与答布政权的速溃

相关答布政权败亡的史料，始终以社尔与薛延陀、西突厥等多边关系为主叙述，既忽略了“唐朝介入

西域事务”这一重要线索，也未深入剖析唐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得相关答布政权速溃的研究长期

偏离历史的真相。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载：

及薛延陀叛，攻欲谷设，社尔兵亦败，将其余众走保西陲。（贞观四年）颉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

乱，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诈往降之，引兵袭破西突厥，取其地几半，有众十余万，自称答布可汗。

社尔乃谓诸部曰：“首为乱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为先可汗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曰：“新得西

方，宜且留镇抚。今遽舍之远去，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社尔不从，击薛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

会咥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薛延陀纵兵击之，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

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帅众来降。④

相较于两《唐书》的记载，《通鉴》所记上述事件的完整性更高，但就叙事思路而言，三者基本相同，均

将答布政权的败亡，归因于薛延陀的军事打击与西突厥的地缘压制。应该说，从社尔不顾“诸部皆谏”，

执意东征薛延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然而，其政权从“败局已定”到“迅速崩溃”，背后也离不开

唐廷对西域事务的介入。

贞观六年，尚处休养生息的唐王朝急于介入西域事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逐渐壮大的社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②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60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第6117—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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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势力，严重威胁到了内乱不断的西突厥以及彼时在西域统治力量薄弱的唐朝。从贞观四年、五年唐廷

“招抚使者相望于道”，而“拓设终不至”的结局来看，社尔已有割据自立的意图。贞观五年、六年，高昌主

动出击，悍然劫掠西伊州与焉耆，其身后的支持者便是社尔势力。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记载：

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伊吾先臣西（东）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

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

遣，乃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①

高昌攻击伊吾事件，事在贞观五年（631）。贞观十三年，《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称伊吾之地“遭其寇

攘”②，指的便是此事。“冠军”是高昌官职中的“冠军将军”，由阿史那矩担任，刘子凡认为这是社尔势力左

右高昌国政的表现③。王素先生考证认为，高昌的“叶护”与“冠军阿史那矩”都是社尔的部下，彼此存在

役属关系④。

从贞观五年的西域局势来看，自长安朝贡回返的高昌王麹文泰，没有理由去攻打西伊州，毕竟这座

粟特人掌控的唐朝羁縻州——伊吾城，并未对高昌造成直接威胁，所谓“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

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⑤，这表明彼时的唐廷并未有以伊吾为前沿基地，继

续西进的谋划。但对于社尔而言，伊吾不仅是其西迁的第一站，更是东突厥逃众的聚集之地。贞观四

年，粟特人选择归唐，其中固然有唐廷绥集招诱的原因，但这却是对东突厥的背离，社尔及其所部也因此

被迫继续西迁。薛宗正认为，伊吾归唐是粟特人“反对东突厥统治的暴动”⑥的体现，这里的“东突厥”，即

指社尔、欲谷设等散落在伊吾境内的东突厥余部。换句话说，相比之高昌，社尔势力更仇视伊吾，也更有

出兵劫掠的军事动机。

对社尔势力而言，劫掠伊吾可有三“利”：其一，彰显政治立场，坚定部众信心；其二，粟特人多积聚财

富，劫掠伊吾可补充军需物资；其三，可借机影响高昌政治立场，顺势将势力渗透入高昌国内部。此事发

生后，唐廷“下书切让”麹文泰，征召阿史那矩入朝，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社尔势力的一次间接敲打。

结果是阿史那矩拒绝入朝，麹文泰只得遣长史麹雍谢罪，由此也可窥得社尔势力对高昌政局的影响力。

《旧唐书》卷198《焉耆传》记载：

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

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⑦

大碛路，是两汉时期的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此路从敦煌出发，沿疏勒河西行至楼兰，后沿孔雀河西

北行至焉耆。隋唐时期，以高昌为枢纽的天山北道逐渐代替大碛路，成为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主要通道。有

学者认为，焉耆请开大碛路的举措，严重损害了高昌的贸易收益，引起了高昌王的不满⑧，进而引发战争。

实际上，贞观六年高昌与焉耆的战争，并非仅限于两者间的冲突，其间还夹杂着西突厥与社尔势力

的博弈。大碛路因废弃已久，行进困难，商旅使者已久不往来，而焉耆却以高昌壅绝入唐商旅使节为由，

请求重开大碛路。其中不仅有掌控丝路贸易的经济因素，也有开拓泥孰系西突厥与唐朝交通的政治考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5294页。

②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蕃夷·讨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③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31页。

④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15—417页。

⑤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9页。

⑥    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⑧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18页；［日］荒川正晴著，冯培红、王蕾译：《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兰州：甘肃

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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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此后使者刘善因、桑孝彦等多次调整西行路线的行为中，也可窥得一斑①。刘子凡认为，彼时的焉

耆内有西突厥庇护，外有大唐政治认可，而高昌却敢出兵剽掠，主要是基于社尔势力的暗中支持②。

由上可知，早在答布政权建立之前，四下扩张的社尔势力就已经与唐王朝有过摩擦。在政治行为

上，表现为抵制唐朝的连番招抚，挑衅“皇帝天可汗”的政治权威，威胁唐在西域的羁縻统治。有基于此，

从贞观六年七月派使节册封泥孰开始，原本保持中立的唐廷，正式介入西域事务。尤其是当社尔建立割

据政权，打破西域原有的平衡秩序之后，唐廷便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对之。

其一，册立同娥设，扶植西突厥。泥孰卒后，西突厥内部再次出现混乱，唐廷遣桑孝彦持节册封同娥

设③为咥利失可汗，维护泥孰系（亲唐派）在西突厥中的正统地位，助其稳固政局。自两汉以后，中原王朝

在西域各城国、部落中具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尤其是在各势力分散的情况下，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与

承认，几乎就等于拥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至贞观四年，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君长尊奉为天可汗，西域北

荒诸蕃的政治交接须仰赖唐廷的玺书册命④，所谓“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⑤。对同娥设所代表的

泥孰系突厥而言，唐朝的册封使其获得了正统地位，极大抬升了其政治号召力⑥。

有了唐朝册封与正统名分的加持，同娥设的政治地位得以迅速巩固，原本反对激烈的右厢势力也大

为收敛，西突厥内部渐趋稳定，这对占据西突厥半壁江山的社尔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史载，社尔与

薛延陀连兵百日，陷入僵持之际，“会咥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这表明同娥设

的立稳，极大地动摇了社尔部众的军心，许多原属西突厥的部落成员，在同娥设这位新可汗的感召下，选

择脱离社尔势力，返回西突厥故地，继而直接导致社尔兵力的锐减与战斗力的下降，使得薛延陀能够轻

易“纵兵击之，社尔大败”。此外，西突厥的复起，又让仅剩万余残部的社尔，不敢返回毗邻西突厥辖地的

可汗浮图城，只得退至天山以南的高昌境内舔舐伤口。

其二，将羁縻州性质的西伊州改为正州，强化中央政府对东部天山地区的掌控力度。伊、西、庭三州

与安西四镇是唐朝统治西域的两大基石，而伊州又是唐朝经营西域的起点。伊州归唐始于贞观四年，唐

廷以之为羁縻州——西伊州⑦⑥。从贞观四年唐廷安置内附族群的整体视角来看，西伊州的设立，是与安

置东突厥部众的关内道羁縻府州，同步进行的，其治理逻辑与原则也如出一辙⑧⑦。然而，当贞观八年⑨⑧，

关内道所辖羁縻府州尚保持原状时，远在碛西的西伊州却率先改制，提升为正州。

至隋末唐初，西伊州成为丝路北道上的第一道门户，但因地处边陲，三面被沙碛阻隔，四周民族势力

交错，实乃典型的变乱频仍之地。对于刚刚走出隋末战乱阴影、国家经济尚处恢复阶段的唐王朝而言，

将羁縻属性的西伊州改为中原体制的经制州，势必要从内地派遣流官，征发人力，以配合和维护其稳定。

然而，此类行役戍守所消耗的物资并非固定数额，而是需要频年的征发与转运。贞观十四年（640），侯君

集平定高昌，唐太宗欲建置州县，稳固西陲，魏征、褚遂良以“不以外夷劳中国”为由表示反对，故而最初

①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

②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33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焉耆传》，第5301页。

④ 雒晓辉：《节度使体制前唐王朝对北疆的经营与应对》，清华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9《北狄传》，第6138页。

⑥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59页。

⑦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

第40页。

⑧ 刘子凡：《从伊吾到伊州：唐代伊州的建立与唐朝进入西域史事考索》，《西域文史》第9辑，2014年，第224页。

⑨ 相关伊州的改制时间，有“贞观六年说”和“贞观八年说”，本文采信后者。前者见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

置》，《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 4 辑，2011 年，第 8 页；后者见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

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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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州也是羁縻州——西昌州①。由此可见，贞观八年的伊州改制并非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而是基于

经营西域的政治需要。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此举实为应对毗邻西伊州的答布政权。

伊州改制后，唐朝是否立即推行更为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加强军事布防，从而在东部天山地区建

立起稳固的前沿阵地，在缺乏新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尚无法做出定论。然而，伊州改制的举措，却间接表

达出了唐廷对东部天山地区的持续关注与政治立场。当社尔势力处于全盛之时，伊州便是唐廷的西陲

重镇；而当社尔仅剩万余残部退守高昌时，伊州则转变为悬于高昌东方的利刃。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就

在于用“势”，虽不能直接迫降社尔，却足以令高昌产生动摇。贞观十年正月，社尔率部归唐，却未能促使

高昌一同归附，这表明损失惨重的社尔势力已无力掌控高昌政局。史载“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

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率众来降”②，此处的“畏”字背后，除西突厥的直接威胁外，还应包含薛

延陀的敌视、高昌的摇摆与反抗，以及东面伊州的潜在威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率部降唐成为

社尔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唐、薛延陀、西突厥三方势力在答布政权崩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概括为：薛延陀在

军事上阻断其崛起之路，西突厥在地缘上断绝其天山北麓的活动空间，而唐朝方面则通过扶植西突厥与

伊州改制，挤压其在天山南麓（高昌）的最后立足点。社尔政权本就是在西突厥连番内讧的缝隙中建立

起来的，根基并不稳固，东征薛延陀的决策失误，使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而唐廷的适时介入，进一步

加速了其败亡的进程。可以说，社尔政权的速溃，是其自身战略失误以及唐、薛延陀、西突厥联合打压的

结果，其中唐廷的介入并非简单的历史背景，而是加速这一政权走向覆灭的重要推手。

余 论

行文至此，关于突厥答布政权与唐初西域战略互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贞观八年，社尔及其部众在天山东部地区创建答布政权，一是基于其个人的廉洁谨慎与智勇

双全；二是得益于唐、薛延陀、西突厥三大势力各有所绊、无暇他顾，尤其是西突厥内部的频繁内讧，为其

政权建立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二，社尔答布政权是典型的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二元结构政权，既保留了突厥军事贵族的统治模

式，又依赖于绿洲农业的税收支持，其存在填补了东突厥灭亡后西域东部地区的权力真空。

第三，社尔答布政权的速溃，是其自身战略失误以及唐、薛延陀、西突厥联合打压的结果。薛延陀在

军事上阻断其崛起之路，西突厥在地缘上压缩其在天山北麓的活动空间，而唐廷则通过扶植西突厥和伊

州改制，进一步挤压了其在天山南麓的最后立足点。

第四，唐廷通过接纳社尔及其所部的归降，极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复辟势力，并获得一批熟知西域的

军事人才。此后，社尔积极参与平定高昌、龟兹等战役，功勋卓著③，成为唐初开拓西域的重要将领。

要之，基于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唐廷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采取分区域、多层次的管治方式，在

接近内地的天山东部建立伊、西、庭等经制州；在塔里木盆地四缘绿洲城镇，设置军镇；四镇之外的地区，

广置羁縻府州。因应时势的变幻，羁縻府州骤增骤减，安西四镇复弃复置，唯有伊、西、庭三州始终是维

持西域统治的基石④。以可汗浮图城为汗庭，以高昌为主要役属的答布政权，所盘踞区域恰是之后属唐

的庭州与西州。因而，无论是基于“断匈奴右臂”，从西方入手解决北方问题，还是出于华夷一家思想下

①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正月辛丑条，第6118页。

③    参见（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第11405页。

④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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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开拓①，解决社尔答布政权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答布政权的兴亡体现了 7世纪中叶西域多方势力的消长，唐朝方面通过灵

活的外交、行政建制、军事吸纳等举措，逐步从间接遥控转向直接治理，为此后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基

础。可以说，答布政权的存续虽短暂，但却是唐初经略西域的重要转折点。答布政权的覆灭不仅标志着

东突厥势力在天山东部的终结，更表明唐廷以“渐进制疆”的多元治理方式，取代了单纯的军事征服。昭

陵石像座题名作为“沉默的史官”，补全了正史缺失的一环，为了解贞观时代唐与西域关系，提供了物质

文化视角的佐证。以往研究中忽略社尔答布政权的兴勃亡忽，也就没能关注到贞观前期唐王朝经营西

域的主动性与坚决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Reinvestigation of the Turkic Dabu Regim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Pedestals of the Alien Chieftains’ Stone Statues at the Zhao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

Luo Xiaohui

Abstract：The Dabu 答 布 Regime of the Turkic 突 厥 confederation， rarely documented in mainstream 

transmitted historical records， is uniquely preserved in the pedestal inscriptions of the alien chieftains’ stone 

statues at the Zhao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 A cross-verification between th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and 

relevant textual sources indicates that the Dabu Regime was established by Ashina She’er 阿史那社尔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enguan 贞观 reign， with Futu Khanate City 可汗浮图城 as its royal capital. Functioning as a 

frontier separatist power， it exercised dominion over the eastern Tianshan region. The regime collapsed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Zhenguan reign， amid military retaliation from the Xue Yantuo 薛延陀 and strategic underpinnings by 

the Western Turks. In the first lunar month of the tenth ZhengGuan year， She’er 社尔 ， the reigning khan， 

surrendered to the Tang court along with his tribal followers， marking an overall regime lifespan of less than two 

years. During its terminal phase， the Tang court strategically accelerated the regime’s collapse by conferring 

official titles upon the khan of the Western Turks and elev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Yizhou 伊州 . This 

maneuver substantially expanded the Tang’s political influence across the Western Regions， laying a solid 

institutional and strategic underpinnings for the dynasty’s subsequent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the region.

Keywords： Tang Dynasty； Turkic； alien chieftain stone statues； She’er； Dabu Regime； Zhaoling ep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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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锦绣：《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史林》2014年第4期，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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